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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德言”说*

方汉文

［提 要］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德言”与“诗言志”一样，是源出于六经的文学观念，它是中国古

代文论的滥觞与文学本质特性的界说。“德言”与 《文心雕龙》中的“文之为德”及唐宋时期勃兴的

“文以载道”论都是儒家文论的核心并且一脉相承。“德言”与“诗言志”作为中国文学理论的两种

具有差异性的观念也是互补的，显示了中国古代文论的丰富性，不宜片面否定其中任何一种观念的历

史作用。在简略考释了“德言”的出处后，本文指出 德言 作为中国古代文论最早的观念之一应

当得到肯定，由此会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源流与流派有新的更全面的认识。

［关键词］德言 有德者必有言 诗言志 文之为德 文以载道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 114X (2010) 01 － 0144 － 09

“德言”论是中国古代一种最早的理论观念，它源出于六经，是中国文学理论的源流和最重
要的观念之一，并且它可能正是后世“文以载道”的前身。所以要评价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观念，

它才是真正可以与”诗言志”相并列的“主张”，可惜的是，这种理论虽然在 《文心雕龙》等
论著中多次提到，但是它作为中国文学理论起源的意义与价值、以及对后世文学理论的影响却一
直无人关注。这也造成了唐代以后的“文以载道”论未见渊源，出现突兀的现象。

一、中国文学理论的肇源: “德言”

六经之中以 《诗经》形成的历史时代最早，而“德言”论就集中出现于 《诗经》之中，所
以它应当被看成是中国最早的文学理论观念。现行 《诗经》刊本出现的是“德音”，其具体分布
如下: “乃如之人兮，德音无良”( 《邶风·日月》); “德音莫违，及尔同死”( 《邶风·谷风》);
“彼姜孟姜，德音不忘”( 《郑风·有女同车》); “厌厌良人，秩秩德音”( 《秦风·秩秩德音》);
“公孙硕肤，德音不瑕”(《豳风·狼跋》); “我有嘉宾，德音孔昭”(《小雅·鹿鸣》); “乐只君
子，德音不已; 乐只君子，德音是茂”( 《小雅·南山有台》); “匪饥匪渴，德音来括”( 《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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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辖》); “既见君子，德音孔胶” ( 《小雅·隰桑》); “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
( 《大雅·皇矣》); “威仪抑抑，德音秩秩”( 《大雅·假乐》)。

《诗经》中的“德音”共十二处，根据于省吾先生考证，其中多数其实应读为“德言”:
“总之，《诗经》中的 ‘德音’凡十二见，其中九处本应作 ‘德言’，三处仍旧应作 ‘德音’，义
各有当，不容相混。言与音初本同文，后来才分化为两个字，但在金文和金文偏旁中往往互用无
别。在典籍中也时常通用。自来说诗者，不识言、音二字同源异流，竟把本应作 ‘德言’者也
一概译为 ‘德音’，于是 ‘德言’与 ‘德音’遂混淆无别了。”①于先生将二词分释，肯定了严粲
《诗缉》中区分“德音”一词两种不同意义的作法，一为言语，应为德言; 另一种“德音”则
指声名，两者是不同的。于先生之论发明千古，是中国文学理论考证中的不刊之论，可惜知道的
人不多。其中所说到的三处应读为“德音”的是: “乃如之人兮，德音无良”( 《邶风·日月》);
“乐只君子，德音不已; 乐只君子，德音是茂”( 《小雅·南山有台》)。其实除了于省吾先生之
外，郭沫若也曾指出，德音”，典籍中的“音”与“言”互为通假，而且在金文中二字也是通用
的。郭沫若 《释龢言》一文中曾经对此进行过详细的考证②; 古金文中的音与言是通用的，《王
孙鐘》、《沇儿鐘》、《兔簠》等器的铭文如此，段注 《说文解字》与甲骨文中都有通用的字例，

所以郭沫若与罗振玉二人的见解应当是成立的。虽然我们已经看到，从语义与文字学角度来看，
《诗经》中的“德言”与“德音”本义是有区别的。但是如果从广义的言语与声名来说，二者
还是有联系的。根据文字学家们的意见，我们以“德言”取代原刊本中的“德音”，来作为文学
理论的主要观念，应当是合理的。这一点在注疏中也可以得到证实: 例如“德音莫违，及尔同
死”(《邶风·谷风》) 句，笺注曰: “夫妇之言，无相违者”③。可以看出，这里就是音与言通用
的。

德言主要有以下意义: 神圣而庄严的话语，这也是诗的定义。特别是指先王之道与教令，如
“我有嘉宾，德音孔昭 ( 《小雅·鹿鸣》)”句，笺云: “先王道德之教也。”④这可以说是“文以
载道”的另一种说法，当然也是其源流。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这种话语的来源与祭礼的颂
辞之类有关，如“威仪抑抑，秩秩德音”等，可以看出，这是祭礼用的音乐与颂诗，以后诗句
得以流传，而音乐则丧失了，从德音成为德言。并且用来表示诗，特别是雅颂中的诗句。《左传
昭公十二年传》: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

以止王心。…… ‘祈招之音，式昭德音。’”很明显，这里的德音就是祈招之诗。

进一步的流传中，德言演化成为美好的言辞或是声名，即所谓“乐只君子，德音不已”，甚
至男女相悦之辞如“彼姜孟姜，德音不忘”等，这些话语也用来表达民间的讴歌与吟诵，代表
了民间话语中诗歌本质的认证。正式将德言作为诗歌定义的是 《礼记·乐记》: “昔者舜作五弦
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者，性之端
也。乐者德之华也。”⑤舜歌南风，历来被认为是古诗之源。古人诗乐相配，乐是德音，诗为德
言，所以德言是最早用来表达诗的功能与价值的范畴之一，德言强调诗的特性与本质是言说，特

指先王的道德说教，“性之端”是指有德的诸侯，不是普通人。

近年来发现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孔子诗论》等文献的研究，意外地为我们理解
“德言”提供了新证据。饶宗颐的 《上博馆 <诗序 >综说》中曾经指出， 《周礼·大司乐》中
云，“以乐德教国子: ‘中、和、祇、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 ‘兴、道、讽、诵、言、

语。’《太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教六诗》: 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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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这说明以乐语配合乐德，而六诗亦以六德为本，《大司徒》职
“以乡三物教万民: 一曰六德: 知、仁、圣、义、忠、和”⑥正象饶先生所说: “出土墜简，可以
佐证古籍之可信，而古代以诗聳扬道德伦理学的精微，於兹可见。往日对 ‘诗’之本质是什么?

有许多争论，例如必目 《国风》为“歌谣”，原出於采诗之官，是一回事，《诗》之成为道德伦
理教材又是一回事，说 《诗》者赋以新意，又是一回事。”⑦从中可以看出，诗乐之本为六德，诗
为德言，从道德伦理来论诗，是从意识形态角度对于诗的一种定义。这种观念在当时有相当大的
影响，甚至并不亚于“诗言志”，先秦儒家论诗就曾经以德言说为依据。孔子曾经说“不学诗，

无以言”( 《论语·季氏》)，其中就将学诗看成是言说的前提，当然，这是针对先秦时代中的赋
诗言志的历史语境而言的。但是其中明显表明了对于诗为言说的肯定。他同时又说“有德者必
有言，无德者不必有言。” ( 《论语·宪问》) 强调言说的“道德之教”，这当然也可以认为是另
外一种意义相近的“德言”论。如果从这种话语产生的时代来看，《诗经》中的“德言”与孔
子提出“德言”是有着共同的所指的。“德言”应当看作是中国古代文论最初的观念之一，也是
儒家最早关于诗歌的定义之一。

二、“文之为德也大矣”

“德言”论的以“六德”为依托和理论根据，表现出古代诗乐同源的性质，而先秦的“赋诗
言志”，则又使得“德言”的应用极为广泛，特别是“文德”等观念，其实从春秋诸子起一直在
使用。在中国古代文论的集大成之作 《文心雕龙·原道篇》中，“德言” (音) 多次出现，特别
《文心雕龙》的第一句“文之为德也大矣”，使“德”在文学理论中的意义得以深化，从一般的
道德伦理意义进而上升为“自然之道”与人文之元的地位，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文学本质论的
一个重要观念。
“德言”的关键在于对“德”的理解，这就不能不简略考释一下“德”字的来源。最初出
现在甲骨文中的“德”字主要是借用字。根据罗振玉等学者的看法: 卜辞中德皆借为得失字。

即是“德”字在甲骨文中一般是相当于“得”字的意义。而金文、竹木简与帛书中的“德”字
就相对多起来，意义也明显复杂起来，道德、威望、教化等多种意义都有。

其一，受到肯定与赞扬的教令与政治制度，这种意义最为重要，如 《荀子·国富篇》中说
“不以德为政”句注曰: “德谓教化，使知分义也。”⑧其二，“德”是“道”的不同层次意义的表
达，“道”通常用来指规律、道义等精神层次的追求，而“德”则注重实践形态，主要指人的行
为、社会的道德伦理等。如 《论语·为政》所说“德为道德也”，《管子·法法》 “德者道所以
成者也”。其三，“德”的文字本义之一是得失之得，表示赋予或给予，这是“得”最基本的意
义。从这种意义生发出来生人之本，也就是人类得以生存的条件。如贾子 《道德说》中曰，“所
得以生谓德。”人都产生于一定的宗族之中，这个宗族与种姓，也就具有了“德”的含义。

这就是 《周易·系辞》所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国语·晋语》记司马季子言: “黄帝以
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

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 (疑本作远) 男女相用及，以生民也。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
则同志，同志虽远 (疑本作近) 男女不相及畏黩敬也”。笔者曾经指出，这里的“德”其实具有
同一宗亲所共有的崇拜作用，同德属于同一种性。同时，同一种姓不得通婚，以防止近亲繁衍。

此即所谓的“黩敬”的含义，表明中国的先祖很早就已经有禁止近亲结婚的道德规范了，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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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德”的本义延伸之一。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德”作为“道”的社会生活层次的解释是有
历史内容的。

根据“德”的基本意义的考察可以看出，《诗经》中的“德言”主要是前两种解释的意义，

即教令与社会道德话语。这并非说明“德”生的意义与文学无关了。其实有的学者正是从这一
意义来解释 《文心雕龙》的“文之为德”的含义，如王元化就认为，《原道》篇列为 《文心雕
龙》之首，其中第一句就说，“文之为德也大矣”，过去注释家多训“德”为“德行”或“意
义”，均失其解。德者，得也，若物德之德。言某物之所以得成为某物。“文之为德”也就是说
文之所由来的意思⑨。

我们所要讨论的是“文德”的意义与价值，以及它与“德言”之间有无联系? 章太炎早就
关注到这一问题，他的看法很简单，认为文德是指文人的道德。他指出: 文德之论，发诸王充
《论衡》，《论衡·佚文》篇: “文德之橾为文。”又云: “上书陈便宜，奏记荐吏士，一则为身，

二则为人，繁文丽辞，无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为私，无为主者。”杨遵宪依用之，《魏书
·文苑传》: 杨遵苑作 《文德论》，以为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浇薄险忌，唯邢子才、王元景、

温子升彬彬有德素。而章学诚窃焉。”⑩这里将刘勰的“文之为德”解释为文人之德，这种说法虽
然也已经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但我们可以看出，章太炎这里正是取用了我们所提出的“德”的
第二种意义，即道德行为的概念。多数学者赞同将“文之为德”解释为文章本质特性的界定，

如钱钟书提出，《文心雕龙·原道》: “文之为德也大矣”，亦言“文之德”如融“琴德”、刘伶
颂“酒德”，《韩诗外传》举“鸡有五德”，指成章后之性能功用瑏瑡。

从以上所论可以看出，文德之说其实在历代文论一直绵延不绝，从先秦经汉唐直到当代，一

直有影响。这些观念大多数是文学定义，是对于文学本质特性的看法，如 《隋书·文学列传序》

所说: “文之为用，其大矣哉! 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瑏瑢其中将文学的功用定
为“敷德教”与“传情志”，这就已经是比较完备的文学本质界定了。

尤其要关注的是，一些当代 《文心雕龙》学家们对“文德”也从文学本质特性角度有较深
刻的理解，如马宏山认为“文德”的意思是对文学本质的定义，即文的“功能或作用之意。”瑏瑣

近年来的 《文心雕龙》学者们也指出，“可以相信，《原道》篇 ‘文之为德’之 ‘德’即指具体
的客观事物自身所有的特殊本质或规律。”瑏瑤这个具体的客观事物如果就是文学，那么“文德”则
表示文学的本质和规律是无可争辩的了。

可以说 《文心雕龙·原道》中的“德”也就是道的实践，文德与天地并生，自然有自然之
道，人文有人文之元，“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文学产生于自然之道，其显现形式就
是德。这是刘勰的文学起源论与文学本质观。这是在唐宋“文以载道”说之前就已经明确的文
学本质的“道论”。

我们已经指出，先秦典籍中，德与道基本含义是相同的，只是表现层次不同而已。关于这一
点，近年来对战国楚竹书等的研究也证实，有学者考察了竹书中道与德两个概念后提出: “……

我们可以说，《性情论》所谓 ‘道’基本上泛指 ‘德’，它内以修身，外以事君、临民。这和儒
学本旨完全相合，儒家的 ‘道’和道家 ‘道’之为形上超越律则明显不同，它通常用以指称
‘德’等同於 ‘德’，《性情论》亦不例外。”瑏瑥

可以肯定的是，“文之为德”是对德言说的继承，总结了从六经到汉代的关于德言的理论，
《文心雕龙·原道》篇中将“德”提升为一种“自然之道”，即是文学的规律，将德与道结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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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同时也预示了以后的“文以载道”的兴起，为中国文学理论奠定了起源论与认识论的基础。

毫无疑问，这部巨著的“文之为德”观点在中国文学理论观念的发展中，起了承前启后的重要
历史作用。

三、从“德言”到“文以载道”

“诗言志”与“文以载道”见解的不同起于周作人在辅仁大学讲演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中的第二讲 《中国文学的变迁》，周氏先讲了文学是在宗教中“分化了出来”的，然后认为: 分
化出之后，在文学的领域内马上又有了两种不同的潮流: 诗言志———言志派; 文以载道———载道
派。文学刚从宗教脱出之后，原来的势力尚有一部分保存在文学之内，有些人以为单是言志未免
太无聊，于是便主张以文学为工具。再藉这工具将另外的更重要的东西——— “道”表现出来瑏瑦。

周自己承认: “……这讲演里的主意大抵是我杜撰的。”瑏瑧

钱钟书两次对这种说法提出不同意见，第一次是 1932 年，钱认为: “周先生根据 ‘文以载
道’、‘诗以言志’来分派，不无可以斟酌的地方。并且包含着传统的文学批评上一个很大的问
题。‘诗以言志’和 ‘文以载道’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上，似乎不是两个格格不相容的命题。……

在传统的批评上，我们没有 ‘文学’这个综合的要领，我们所有的只是 ‘诗’、 ‘文’、 ‘词’、
‘曲’这许多零碎的门类。…… ‘文以载道’的 ‘文’字，通常只是指 ‘古文’或散文而言，

并不是用来涵盖一切近世所谓的 ‘文学’; 而 ‘道’字无论依照 《文心雕龙·原道篇》作为自
然的现象解释，或依照唐宋以来的习惯而释为抽象的 ‘理’、‘道’这个东西，是有客观存在的;

诗本来是 ‘古文’之余事，品类较低，目的仅在乎发表主观的感情── ‘言志’，没有 ‘文’

那样的大使命。……这两种态度的分歧，在我看来，不无片面的真理; 而且它们在传统的文学批
评上，原是并行不背的，无所谓两 ‘派’。”瑏瑨数十年后，钱氏在 《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再次
提到这一旧话题瑏瑩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文”与“诗”都可以指文学，“文”的范围相当广泛，

包括经史子传，也包括了诗。《文心雕龙》是文学理论的专著，其中列入文学文体多达三十余
种，仅从篇目中就已经可以看出: 辨骚 (楚辞)、明诗 (从 《诗经》到汉诗)、乐府、诠赋 (词
赋) 等主要文体，其余是当时的散文文体，如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

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这种观念直到今天仍然是
通行的，如春秋诸子的文章仍然属于散文，史传文章也属于文学传记之类。不仅 《文心雕龙》

如此，萧统 《文选序》中说虽然不选诸子文章与经史子传，但是仍然主张“若其赞论之综缉辞
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瑐瑠所以文与诗皆可以视
之为文学是肯定的。由此也可见，周作人将“文以载道”与“诗之言志”作为两种文学观念虽
然并无大错。而钱钟书认为诗与文两者分属不同种类不可相提并论的看法也是对的，但是文体
“区分囿别”并不足以否定文学观念的差异，也是一个事实。

说到“文以载道”时一般会认为这是唐代古文运动或是韩柳等人的文学主张。其实第一个
提出“文以载道”的人是周敦颐，他说: 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
……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瑐瑡。这里所说的“道”就是儒学的
道德伦理，对此，张伯行题记解释得很清楚: “此犹车不载物而徒美其饰也。或题有德者必有
言，则不待艺而后其文可传矣。……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无瑐瑢。这里径直用了孔子的“有德者
必有言，无德者不必有言”来界说，也可以看到它与先秦的“德言”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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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以载道”的“道”其实是一个历史概念，主要有两种基本含义: 其一是文心中的
“自然之道”，表示文的规律与实质。这种观念在 《文心雕龙》中论述得最为充分。其二道德教
化，包括了先王教令与圣贤说教等内容，这种观念在唐宋以后最为突出。历代文学理论中是见仁
见智，各有不同的表述与理解 ，但是“道统”仍然是存在的，这就是以先王圣训的道德说教作
为认识与行为的准则，文是艺文，道是实体，二者之间有辩证关系。

四、中国文学理论中的“德言”与“诗言志”

中国文学理论理论体系既是多元起源也是多线索发展的，这是世界主要文学理论体系的基本

特性之一。中国文学理论中，“德言”与“诗言志”同时在六经中出现，这是其起源的多元性特
性。从客体再现的、文学实践与社会道德角度来理解文学本质的是“德言”，从“德言”到“文
之为德”再到“文以载道”是中国文学中一种系统的理论，贯穿了中国文学理论史的不同时代。

同时，“诗言志”以文学主体表现为主导，沿着“诗缘情而绮靡”、“物感于外，情动于中，”直
到清代袁牧的性灵说等，是另一条线索的历史延伸。一方面，“道”是中国经学与文学共同的最
高观念，是从实践上升到形而上学的层次，所以必然有“文以载道”来作为中国文学精神追求
的发扬。另一方面，“诗之言志”是文学特性的感性的、直观的把握，它从主体情感倾诉的角度
来观察文学，也是一种重要的观念。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对立，正是由于层次的错位与重心的不
同，使它们有一种互为补充的关系。所以古代文学理论中反而经常将二者连用，以“诗言志”

的“表情达志”作为以上传上的手段，而以“文以载道”的“德言”作为“下以教下”的方
式，可见二者之间关系并非对立的，前人早已看到。

提倡“德言———载道”的孔子、孟子、荀子、韩愈、柳宗元、朱熹等人都引诗作诗，并不
反对“诗言志”; 赋诗言志的建安诸子、杜甫、李白、白居易、苏轼等人也主张“德言”与“文
以载道”。载道，就是言志，孔子编次 《诗经》，撰 《文言》，既以文载道，又以诗言志。庄子曰
“道通为一”，“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来抒写胸臆，难道不是载
道又言志? 实际上，言志亦是载道，《离骚》既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处处充
溢着忧国忧民的情志，同时又有“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申述自己对道义的追求，

可谓兼有言志与载道之义。

诗言志与文以载道的观念，可以总结为中国文学理论中的双线并行，互为补益，同异俱于

一。我们指出这一特点的价值在于，证明中国文学理论是一个多元化的理论体系，在理论体系
中，可以容纳不同的理论观点，言志与载道，一者从诗人主体性来认识文学创作的特性，另一则

是从文学的本体论观念来归纳文学的本质，二者之间的差异存在正是中国文学理论多元化的表

现。

类似的多元起源与理论建构的多元结构，并不仅仅存在于中国文学理论中，世界其他文学理

论体系表现出这种多元性。西方文学理论起源时间与中国文学理论相近，西方文学理论的代表作
亚里士多德 《文学理论》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在希腊雅典时代，这时与中国的春秋时期一样，

是多种文学观念竞相争鸣的时代。希腊文学理论最重要的学说是“模仿说” (即摹仿说)，早在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说中已经出现了一种思想: 现实的世界是对一种本体观念的模仿。希波克拉
狄则指出: 任何技艺都是摹仿自然的。众所周知，对于希腊人来说，艺术恰恰就是一种技艺。柏
拉图认为，所有的艺术都是摹仿的艺术，这种摹仿是对于现象世界的摹仿，但由于现象世界是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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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理念的，所以艺术的摹仿虽然只是一种摹仿的摹仿，却仍然含有对于本体存在意义的再现瑐瑣。

亚里士多德 《文学理论》中同样以“摹仿”作为希腊艺术本质的说明。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古
希腊文学理论中存在与摹仿说相对的柏拉图理念说。与亚里士多德不同，柏拉图既主张诗是一种
“摹仿”，同时也指出这种摹仿的对象其实是“理念，”理念是神圣的，诗人具有灵感，可以得到
理念的启示，这是诗人不同于常人之处，这种理论与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也有一定的差异与相对

性。

柏拉图所提倡的“理念说”等，从诗人与神示灵感的关系来解释诗，某种程度上可以与中
国的“德言”相呼应。中西文学理论在肇始阶段其实就呈现出了一种奇妙的复合型对称态势，

这种对应可以简化地表示为: 中西文学理论中有两对相应的文学理论中心观念，一对是中国的

“诗言志”与西方的“模仿说”; 另一对则是中国的“德言说”与西方的“理念说”。前一对概
念是现实的与感性的，无论是主体的言志还是对于客体世界的摹仿，都有直观表达的特性。后一
对观念则是形而上学的，中国“文以载道”中的“道”与西方“理念说”中的理念，都属于精
神范畴，表现出人类对于神启与存在本原的把握，达到这种精神境界的手段是想象与灵感。

再以印度文学理论为例，韵与味是印度文学理论中的中心观念，是印度文学理论的创造。这
两种观念不同之处在于，韵是从语言论角度来表达的文学理论观念，诗有客体世界的语言，这是

一种客观的物质因素，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超出于语言之上的文学理论体悟，这就是诗韵。其特点
在于强调这种感悟的超验性与不定性。而味则产生于文学的主体感受，从感情角度来表达诗人主
体的感悟，同样它也是超验的。两者虽然不同的，但同属于一种形而上学与感性体悟结合的观
念。这种多元观念并存的理论模式与中国和希腊古代文论几乎完全相同。

可以看出，多元观念的起源与发展是世界主要文学理论体系的普遍现象，它展示了各民族文

明的丰富性与创造力，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将中国古代文论的不同观念看成是冲突对立，而是

要理解这种观念的辩证性。

五、关于文学史评价

无论中国文学理论的“德言”或“文以载道”与“诗言志”之间的关系如何认定，以中国
文学理论中的这些观点来作为文学历史时期成就高低的评价标准都是不合适的。周作人在批评中
国文学史时认为，凡是“言志”的时代，中国文学就是好的，而凡是“载道”的时代，中国文
学则没有好作品，这种观念有一定影响，我们也有必要稍作评议。周作人提出: 唐朝，和两汉一
样，社会较统一，文学随后又走上了载道的路子，因而便没有多少好的作品瑐瑤。汉唐两代是中国
古代文明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篇章，汉代的“班马文章”光耀史册，历来是
后世为文的典范。唐代诗歌更是空前绝后，如前人所评价“李杜光焰千古，人人知之” (王世贞
《艺苑卮言》)。关于后者由于文学史早有定评，我们毋庸多言，仅以建安之前的汉代文学而论，

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王褒、张衡、班固、董仲舒、淮南王刘安、蔡邕都邕有鸿篇巨
制，“遗风余采，莫与比盛”，是众所周知的评价，说其没有多少好作品很难服人，以其受到
“文以载道”观念影响而没有好作品的说法不尽符合事实。

关键在于，一个时期的文学并不由文学理论思想来决定的，更不会说由于存在某种文学理论

观点就能使一个时代的文学成功或是失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的历史变化
首先是“与世推移”，随着社会现实而演变。这种世情与时序是指社会文明的总体发展态势，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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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指单一的经济或是社会意识形态，更不是某种文学理论观点。例如建安时期，经历了长期战
乱的社会得到基本稳定，出现了文学的兴盛。以诗歌为例，汉魏五言诗是历代诗宗，“五言诗以
汉魏为宗，用意高古，气体高浑，盖去 《三百篇》未远，……，这种兴盛是经乱离之世之后的
社会现实所产生的，雅好慷慨，梗概多气，是社会语境。除此之外，文学本体因素也是最重要推
动力，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元戏曲直到明清小说，历代文体之间的继承与变革是决定文学历
史形态的内部因素，由此所形成的中国文学传统推动历代文学变迁，所谓“枢中所动，环流无
倦，质文沿时，崇替在选”就是对这种现象的描述。因此可以说不是理论话语决定文学历史演
变，恰恰是文学实践创造文学理论话语。

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实践创造了丰富的文学理论范畴，用以联结文本与作家，仅以诗风方面的

范畴而论，就有: 风骨、韵味、韵外之致，味外之旨、气韵、气象、诗品、妙悟、意境、意象、

兴象、神韵、性灵、格调等，这些范畴各有精妙细微的含义，积累了数千年诗歌创作与评论的心
血与艰辛，是中国文学理论理论体系大厦的木石砖瓦。

在理论范畴创造的基础上，具有了多元化的观念系统。中国文学理论的“载道”之说的提
出，本身就证明了文学史实践是文学理论观念产生的土壤，“德言”产生于 《诗经》为代表的文
本形成过程中，“文以载道”实际是在总结唐宋文创作特别是唐宋八家文的基础上，在北宋古文
复兴的实践中提出的。如果没有唐宋文创作实践就不会有“文以载道”的理论，而不是相反，

是“文心载道”产生了唐宋文。同样，“诗言志”也产生于古代诗歌创造实践之中。其中任何一
种观念都不可能取代其他不同观念，以“诗言志”为例，虽然其在诗歌理论中的地位相当重要 ，

但并不总是理论纲领，《文心雕龙·明诗》篇论诗时，虽然也提到了“诗言志”，但对诗的本质
却认为当是“诗者，持也”，诗是“持人性情”，几近于“文以载道”的道德教令、“上以风化
下，下以风谏上”的主张。同样，以“载道”或“明道”为写作的宗旨，任何观念都会随着文
学实践而经历兴衰，这是文学史的规律，即使在同一时代中，各种不同的、甚至针锋相对的理论
观念会同时存在，互为抵牾，因为它们产生于不同的话语与语境。这并不意味着必须芟栽肃清，

独遵一术，才可能有文学的兴盛。相反，多元理论观念可能对文学发展更为有利。清时袁枚提倡
“性灵说”，提出: “诗之传者，都关性灵，不关堆垛”。他所说的性灵其实就是真实的性情，“以
为诗写性情，惟吾所适。”瑐瑥他并不否定人伦日用是人之性情，但是人的喜怒哀乐，人间的爱恨何
尝不是性情所寄呢。诗中就是要看到作者的真情感。有人将其归之为“言志”的传统。但同为
清代诗人的叶變的文学理论主张则是“理、事、情”，与桐城派的“义理、考据和辞章”三者合
一的思想可以对话，再一次证明了从德言到“文以载道”的文学理论思想不会消消亡。如果轻
率否定其中任何一种观念，都不利于正确地评价清代文学。

客观地评价应当如此: 无论是德言、文之为德还是文以载道，它们与诗言志及性灵说等理论
观念一样，都曾经对中国文学有重要作用。无可否认，其中有的理论观念曾经在一定历史时期起
了否性定性作用，如“文以载道”论曾经被封建道德的卫道士所利用，企图将文学作为道德伦
理的仆从，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现象。但是从历史主义观念来看，应从历史语境来评价一种文学
理论观念的得失。

从德言到文以载道的理论观念，对文学与社会关系、文学认识论方面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贡
献。同样，“诗言志”、“诗缘情”和“理、事、情”等观念对文学主客体关系等方面也功不可
没。例如“德言”和“文以载道”论曾经成为汉魏以来的文学对抗形式主义特别是齐梁文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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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依据，这种理论观念之间的纷争总是存在的，《文心雕龙·铭箴》中批评战国文风时说”弃
德务功，铭辞代兴，箴文委绝”; 《谐隐》篇中批评魏晋以来形式义文风与不庄重的戏谑方式时
说“曾是莠言，有亏德音，岂非溺者之妄笑，胥靡之狂歌欤? ……空戏滑稽，德音大坏。”处处
可见德言的历史影响。所以“文以载道”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作用仍然是要全面评价，特别是它
对于唐代复古主义文学运动、明代复古主义等都有推动作用。当然，“诗言志”也有在一定历史
语境中曾经占据重要地位，这也是不可忽视的。这正说明，只有从多元共生，互为辩证的视域分
析中国文学史，才有可能揭示历史的真相。
“德言”作为中国文学理论起源的标志之一，同时也是重要观念，其历史作用至今尚未得到
应有的评价，我们现在不应再忽视其存在与价值了。发现并研究这种理论观念，必然会对中国古
代文论的起源与历史演进有新的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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